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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渊观测是开展深渊科学研究的前提。文章介绍了 2020年 7月“东方红 3”船在马里亚纳

海沟“挑战者深渊”附近完成的一次海洋调查。基于船载温盐深综合剖面测量系统获取的万米级剖

面数据, 分析全海深的温盐性质, 并依据 Thorpe 尺度方法和细尺度参数化方法, 进一步估算不同深

度层的湍动能耗散率。结果表明: “挑战者深渊”的深层海水十分稳定, 3 000—5 000 dbar的温盐特

征与下层绕极水相同; 受弱层结背景下的内潮影响, 5 000—8 000 m的耗散率显著提升。本次调查获

取的万米级水文剖面为马里亚纳海沟的深渊探索提供了数据方面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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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积的 71%, 而人类对海洋的

探索尚不足 20%。深度大于 6 000 m的深渊海沟不仅

是人类认知最少的区域之一(Wolff, 1959—1960), 也

是当前海洋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深渊海水因底层水

的通风效应而保持流动(Johnson, 1998), 其理化性质

与深层海水相近(Jamieson et al, 2010; Kawagucci et al, 

2018), 其变化亦受到潮流和近惯性运动的影响(Taira 

et al, 2004; Turnewitsch et al, 2014)。海洋有机体在垂

向上受到水层的限制(Childress, 1995), 需要克服或

者适应静水压力(Somero, 1992), 已有研究表明所有

的鱼类都无法在 8 400 m 以下生存(Jamieson et al, 

2012; Yancey et al, 2014)。极端的深渊环境孕育了独

特的微生物群落(Todo et al, 2005), 在海沟地形的驱

动下 , 这些微生物的分布和丰度与深海截然不同

(Nunoura et al, 2015)。深渊微生物离不开海表沉降的

有机碳(Herndl et al, 2013), 海沟的漏斗效应和构造

活动同样会促进有机物在深渊海沟的沉积(Oguri et 

al, 2013; Ichino et al, 2015)。动植物腐殖质作为有机

物的主要来源之一(Luo et al, 2017), 其供应的营养显

著地提升了沉积物中的微生物碳转化率(Glud et al, 

2013)。由于在深渊领域开展的调查十分有限, 现有数

据不足以阐明该区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Liu et 

al, 2018a)。 

尽管人类对深渊的了解仍处于起步阶段 , 人为

污染对海沟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Jamieson et al, 2017, 

2019), 近期研究发现马里亚纳海沟的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和微塑料的浓度比开阔大洋高数倍(Dasgupta et 

al, 2018; Peng et al, 2018)。除此之外, 深海吸收了大

量的热能和二氧化碳 , 将深渊生态系统置于海洋变

暖和酸化之中 , 严重地危害了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

祉(Levin et al, 2015)。近年来, 已有学者开始呼吁深

海的治理工作(Mengerink et al, 2014), 这亟需人类对

深渊拥有充足的观测和充分的认识。 

深海观测战略 (deep-ocean observing strategy, 

DOOS)由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GOOS)发起, 旨在协调和拓展深海观测行动, 

尤其是对基本海洋变量(essential ocean variable, EOV)

的观测(Levin et al, 2019)。针对深海物理科学, D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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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变量的基础上增添了海底压力、海洋湍流和海

洋底边界通量, 以填补深海通风、深海变暖、深海混

合等领域的观测空白。科学考察船作为最常用的观测

平台之一, 能够同时为传感器供应电力、通讯、计时、

定位。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科学考察船的观测能力, 其

下放的仪器可以对水体和生物进行采样 , 其携带的

传感器也相对稳定且精确(Levin et al, 2019)。随着自

治技术在海洋观测中的应用和发展(Whitt et al, 2020), 

诸如 Argo 浮标等自治式水下设备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同样具备了 6 000 m以深的

观测水平(Roemmich et al, 2019), 但相较传统的观测

形式而言, AUV 仍面临许多关键性挑战(Bean et al, 

2017)。迄今为止, 全海深的探索主要依赖科学考察

船。全球海洋船基水文调查项目 (global ocean 

ship-based hydrographic investigations program)就是

船基观测的典型实践 , 每十年对选定的水文断面执

行系统化的重复作业, 以获取物理、化学变量在全海

深的水样测量(Talley et al, 2016)。 

作为世界上最深的海域(Carruthers et al, 1952; 

Nakanishi et al, 2011; 刘方兰等, 2013a), 马里亚纳海

沟是太平洋板块自东向西俯冲于菲律宾板块之下而

形成的一条近南北延伸的深沟(Fujioka et al, 2002; 

Fryer et al, 2003; 刘鑫等, 2017)。海沟南段呈现出近

东西延伸的特征, 能被探测到的最大水深逾 10 000 m 

(刘方兰等, 2013b; Gardner et al, 2014; Stewart et al, 

2019), 被称作“挑战者深渊(the challenger deep)”。针

对上述科学问题 , 国内数个机构曾围绕马里亚纳海

沟开展了多学科的观测和实验 , 这为进一步探究该

区域的生物地球化学现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数据

(李中石等, 2018; 王泽华等, 2018; 李亚男等, 2020)。

本文利用 2020 年 7 月“东方红 3”船在“挑战者深

渊”附近获取的万米级剖面数据, 深入地剖析了当地

的水文特征。 

1  “挑战者深渊”观测 

2020年 7月初, 副热带高压较往年偏强, 热带西

北太平洋受下沉气流控制 , 不利于台风的生成和活

动(向纯怡等, 2020), 因而适合开展深渊调查。观测地

点选定在“挑战者深渊”海域 3个小型洼地之一的西

部洼地(刘方兰等, 2013a), 该洼地由 10 800 m等深线

圈闭, 最深处可达 10 917 m, 是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

位置(刘方兰等, 2013b) (图 1)。 

2020年 7月 3日, “东方红 3”船到达马里亚纳

海沟的“挑战者深渊” , 在预计观测站位(142.2°E, 

11.33°N)附近开展了为期 5 d的多学科海洋调查。观

测期间, 船载温盐深综合剖面测量系统(SBE 911/17 

Plus)共获取了 5个万米级剖面(S1—S5, 表 1)。 

2 套 Sea-Bird Electronics(SBE)公司的温盐深

(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 CTD)剖 面 仪 (SBE 

9Plus)由 Markey公司的直拉式绞车(CAST6-125)牵引, 

分别以直读和自容的方式实现了对万米水体的精准

测量。受传感器的耐压深度所限, CTD仅搭载电导率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三者的采样频率

均为 24 Hz, 自容作业时存储为 4 Hz的平均值。5个剖

面中, S1剖面在下放至 6 000 m以后频繁出现异常值, 

S4剖面与其他剖面相比始终存在系统偏差。经初步分

析, 前者或由电缆接头透水造成, 尚可依据 Pauta准则

剔除粗大误差; 后者则因为 CTD 水泵发生故障, 无法

加以有效的修正, 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2  结果与讨论 

2.1  剖面分析 

分别对 S1、S2、S3 和 S5 剖面进行大值剔除、

热通量订正、低通滤波、逆压消除等一系列预处理流

程(匡晓迪等, 2009), 最终得到质量控制后的电导率、

温度和压强资料。剖面仪的 CTD 位于采水器的尾流

区, 且在上升时需要多次悬停并采水, 所以通常选取

未受扰动的连续的下行数据。 

“东方红 3”船装备动力定位系统, 能在作业时

动态输出推力和力矩以维持船位和艏向, 从而使 4个

剖面在水平方向上相距百米之内(表 1)。开阔大洋中, 

尤其是在大洋深层 , 空间因素导致的温盐差异可以

忽略不计。调查期间的海况始终介于 1—2级之间, 局

地没有极端天气过程产生, 故 4个剖面在全水深范围

的差异很小, 且随着压强不断增大, 剖面之间的差异

越来越小(图 2)。 

如图 2a 所示, 表层(5 dbar)海水的现场温度为

29.605—29.787 °C, 该范围在混合层内保持相对稳

定。S1、S2和 S3剖面的观测时段相邻, 混合层深度

遵循当地(UTC+10)的昼夜变化, 现场温度在混合层

中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图 2a)。尽管 S5与 S2剖面在

2 d中的观测时间接近(表 1), 但前者入水时的风速高

达 11.0 m/s, 混合层因受到风应力搅拌而加深, 其温

盐结构与后者迥异(图 2a, 2b)。如图 2c所示, 海水的

现场温度在温跃层(depth of the 20 °C isotherm; Rebert 

et al, 1985)内迅速降低, 由于受到温跃层中多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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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热带西太平洋的海底地形(Smith et al, 1997) 
Fig.1  The seafloor topography in the 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Smith et al, 1997) 

注: 红点为预计观测站位; Kongsberg Maritime公司的多波束测深系统(EM122)测量的地形经由Caris Hips软件初步处理, 灰线为 10 800 m

等深线圈闭的西部洼地和中部洼地; 照片为添加导流板后的船载温盐深综合剖面测量系统(由宋振杰提供) 

表 1  “挑战者深渊”水文观测概况 
Tab.1  Overview of hydr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the Challenger Deep 

入水信息(UTC) 剖面 

序号 

CTD 
编号 

作业 

方式 日期(年.月.日) 时间(时:分) 经纬度 

最大压强 
(dbar) 

S1 1369 直读 2020.7.3 4:23 11.332 2°N, 142.202 0°E 10 814.9 

S2 1370 直读 2020.7.3 12:12 11.331 6°N, 142.201 5°E 10 817.2 

S3 1369 自容 2020.7.4 0:24 11.331 9°N, 142.202 1°E 10 270.2 

S4 1370 自容 2020.7.4 7:59 11.332 0°N, 142.202 1°E 10 333.6 

S5 1370 直读 2020.7.6 12:44 11.331 8°N, 142.202 0°E 10 291.2 

注: S代表 Station, 序号 1—5按时间顺序排列; CTD代表温盐深剖面仪 

 
过程的共同调制, 剖面之间的温差可达 2.493 °C。在温

跃层以下, 海水的现场温度逐渐降至 1.447—1.465 °C, 

对应的压强约为 4 324—4 597 dbar(图 2e)。在此范围

内, 海洋的长周期变化占据主导作用, 所以 S1、S2和

S3剖面的现场温度和电导率比较接近(图 2e, 2f)。当压

强继续增大时 , 现场温度因为绝热压缩而缓慢升高

(Taira et al, 2005), 底层(10 250 dbar)海水的现场温度

可升至 2.280—2.284 °C(图 2g)。S2和 S5剖面由同一

套仪器测量, 现场温度的差异逐渐接近 0.001 °C(图

2g), 逼近传感器精度的上限, 足见“挑战者深渊”深

层海水的稳定性。相比之下, 虽然 S1 和 S3 剖面也出

自同一套仪器 ,  但二者的现场温度在底层表现出

0.004 °C的差异(图 2g)。对比各自的上下行剖面, 可知

S1剖面在深层的差异约为 0.000 2 °C, 几乎达到温度

传感器的分辨率, 而 S3剖面的差异在上行过程中逐渐

扩大(图略)。这暴露了自容作业的不足: 镍-氢电池的

电压在低温环境下迅速降低, 导致 S3剖面后半程的现

场温度整体偏高, 大约等效于 20 dbar 的温度差异。 

温度对电导率的影响远大于盐度, 因此电导率的

变化趋势与现场温度类似。不同的是, S1、S3和 S5剖

面的电导率更为接近(图 2h)。随着现场温度在深层变

得稳定, 盐度对电导率的贡献逐渐增大。由于盐度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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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场温度和电导率剖面 
Fig.2  Profiles of in-situ temperature and conductivity 

注: 灰色阴影即为被放大的范围; a, c, e, g表示 1369号温盐深剖面仪; b, d, f, h表示 1370号温盐深剖面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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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系数小于温度扩散系数, 距离越近的剖面(表 1), 其

电导率越一致。在海洋深层, S5 剖面的电导率明显偏

离另外 2 个剖面(图 2h), 可能是仪器不同的原因——

由不同的标准海水所校正的电导率传感器之间也会存

在一定的偏差(Uchida et al, 2020)。此外, S1和 S3剖面

在底层的电导率差异略大于传感器精度, 该差异可能

来自深层的潮汐和惯性运动(Taira et al, 2004)。 

为了方便与前人的研究进行比较 , 本节仍使用

实用盐度和位势温度 , 后续章节则采用保守温度和

绝对盐度的定义。在混合层以下, 实用盐度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分别为 34.806—34.866 和 34.296—34.314, 

各自出现在 119—148 dbar 和 242—273 dbar 的位置

(图 3a),  依次对应北太平洋热带水 (north Pacific 

t ropical  water,  NPTW)和北太平洋中层水 (north 

Pacific intermediate water, NPIW)的水团性质(Talley, 

1993; Wang et al, 2013)。4 个剖面均在 3 000— 

5 000 dbar 的压强范围里表现出 1—1.5 °C 以及

34.66—34.70 的特征(图 3b), 该特征与下层绕极水

(lower circumpolar water, LCPW)的水团性质相符

(Johnson et al, 1993; Siedler et al, 2004)。在北半球的

夏季, 深层西边界流沿关岛东侧的陆坡向南流动, 其

西向分支将 LCPW输送至“挑战者深渊”附近(Huang 

et al, 2018)。通过上升流和混合的作用, LCPW转换为

北太平洋底层水(north Pacific deep water, NPDW), 其

特征与上层绕极水(upper circumpolar water, UCPW)

的水团性质几乎相同, 二者在局地难以区分(Kawabe 

et al, 2010; Wang et al, 2020)。7 000—10 000 dbar的

范围内, 海水的实用盐度总共增加 0.003 4—0.004 5,  

 

图 3  位势温度和实用盐度的温盐图 
Fig.3  T-S Diagrams of potential temperature and practical salinity 

注: 黑色等值线为位势密度的超量; a为全剖面范围的点聚图, 位势密度的参考压强为 0 dbar, 箭头为水团的位置; b为 3 000—5 000 dbar

范围的点聚图, 参考压强为 0 dbar; c为 5 000—10 250 dbar范围的点聚图, 参考压强为 11 000 dbar, 黑色圆圈为前人在 INDOPAC 3-21处

(142°10.3′E, 11°20′N)获取的水文资料(Mantyla et al,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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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势温度也升高 0.001 °C左右(图 3c)。前人在分析深

层水样时发现海水的实用盐度几乎不变(Mantyla et 

al, 1978) (图 3c), 因此有必要对电导率数据做进一步

的修正(van Haren et al, 2021)。修正后的盐度值仅略

有增大(图 5d), 以补偿位势温度在深层的升高, 从而

维持海水的中性层结(图 6c)。虽然无法评估颠倒温度

计的误差大小, 但位势温度升高 0.01 °C 所造成的

4 000 dbar 不稳定水层显然不可能存在(Taira et al, 

2005)。位势温度在 7 000 dbar以下缓慢升高, 相应的

保守温度则缓慢降低(图略), 这足以说明后者在海洋

深层表现得更加保守。保守温度是对单位质量海水的

热含量的精确度量(McDougall, 2003), 其保守性是位

势温度的 100余倍(IOC et al, 2010)。深层海水的温盐

变化共同引起位势密度的增大(图 5a), 这极有可能与

变性的南极底层水(Antarctic bottom water, AABW)的

输入有关(van Haren et al, 2021)。 

2.2  深度换算 

在深海大洋中 , 明确仪器所处的深度是保证观

测安全和数据准确的重要前提。CTD 仅能提供压强

信息, 应后续章节的计算需求, 本节将压强换算为深

度 。 Saunders 等 (1976) 根 据 静 压 平 衡 方 程 和

Knudsen-Ekman 状态方程提出了一个压强和深度的

转换公式。考虑到简易性和一致性, Fofonoff等(1983)

基于“国际海水状态方程 (international equation of 

state of seawater, EOS-80; UNESCO, 1981)”发展了一

个新的公式。Feistel 等(2008)从 Gibbs 方程出发, 通

过数学方法推导海水性质 , 保证了热力学性质的自

洽性和完备性。这种新的方法被用于“国际海水热力

学 方 程 (international thermodynamic equation of 

seawater, TEOS-10; IOC et al, 2010)”。根据比容的 75

项表达式(Roquet et al, 2015), 可以进一步得到压强

和深度的关系方程。在两种方法的实践中, 往往不考

虑密度的垂向变化。为了计算精确的深度, 直接对静

压平衡方程进行垂向积分。 

    
0 0

d d
z p
g z z v p p  ,         (1) 

其中,  g z 是随深度 z 变化的重力加速度;  v p 是

随压强 p变化的比容。以此为基准深度, 减去相同压

强下的其他深度作为深度偏差。如图 4 所示 , 在

10 000 m 的深度范围内 , 忽略密度分布将会导致

6—8 m的偏差。在压强转换深度时, EOS-80采用了

多次近似, 所以其偏差稍大于TEOS-10的结果(图 4)。 

 

图 4  S2剖面在不同条件下的深度偏差 
Fig.4  Depth deviations based on profile S2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注: 灰线为采用国际海水状态方程(international equation of state 

of seawater, EOS-80)导致的偏差, 黑线为采用国际海水热力学方

程(international thermodynamic equation of seawater, TEOS-10)导

致的偏差, 蓝线为电导率增大 1 mS/cm造成的偏差, 红线为现场

温度减少 1 °C造成的偏差 

 
传感器误差对深度计算的影响很小 , 整体上可

以忽略不计。以误差较大的电导率传感器为例 , 

1 mS/cm的电导率误差对应约 10−2的盐度误差。根据

线性海水状态方程, 盐度通过盐收缩系数改变密度, 

因此密度误差约为 10−6 kg/m3。依据静压平衡方程, 

1 dbar水柱的高度误差约为 10−3 m, 10 000 dbar水柱

累积的误差应为 10 m左右。温度传感器同理, 1 °C的

温度误差仅造成 10 m左右的误差(图 4)。正常情况下, 

传感器误差的量级远小于 1, 且误差的大小在剖面上

并非一成不变。以误差最大的 S4 剖面为例, 由于水

泵故障, 电导率和现场温度的误差约为 0.02 mS/cm

和 0.01 °C, 同时考虑压力传感器的精度和漂移, 深

度偏差在整个剖面上的积分仍小于 2 m(图略)。 

2.3  湍动能耗散率估算 

海洋中的湍流混合影响热量输运、水团变化、深

海层结(Munk et al, 1998), 进而调制海洋环流、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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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Wunsch et al, 2004)。深海大洋的混合较弱, 

传统的湍流观测手段难以奏效(Yasuda et al, 2021), 

本节仅以温盐参数化的方式评估湍动能耗散率的大

小和变化。 

水体翻转是混合的具体表现形式, 通过量化翻转

尺度, 可以估算出水体翻转的耗散率(Thorpe, 1977)。 

 2 2 3
T Ta L N  ,               (2) 

其中, T 是耗散率; 0.8a  是比例常数(Dillon, 1982); 

TL 是 Thorpe尺度(Thorpe, 1977); N是浮性频率。对

于符合定义的水体翻转(Dillon, 1984), 需要利用观测

的分辨率和仪器的噪声水平加以筛选(Galbraith et al, 

1996)。排除虚假的水体翻转以后 (Thompson et al, 

2007), 再对耗散率进行片段平均 (Finnigan et al, 

2002)。 

此外, 内波破碎也会触发湍流混合, 使能量向小

尺度传递(Gregg et al, 2003)。基于波-波相互作用理论

(Gregg, 1989), 引入拉伸坐标(Polzin et al, 1995), 得

到含有剪切/拉伸方差比的细尺度参数化公式(Kunze 

et al, 2006)。 

  
22

0 222
GM

z

z

f
K K h R j

N





   
 

,         (3) 

其中 , K 是扩散率 ; 4 2
0 0.05 10  m /sK   ; 

22
z 是

拉伸方差; 
22

GM z 是 Garrett-Munk 模型谱的拉伸方

差(Gregg et al, 1991);  2h R 是与剪切/拉伸方差比

7R  有关的参数(Kunze et al, 2006);  j f N 是与

科氏参数 f 和浮性频率 N 有关的参数(Gregg et al, 

2003)。采用 Osborn(1980)提出的模型, 可以进一步估

算出耗散率。 
2

F
N

K
Γ

  ,               (4) 

其中 , F 是耗散率 ; K 是扩散率 ; N 是浮性频率 ; 

0.2Γ  是混合效率(Oakey, 1982)。 

为了尽可能地控制误差范围 , 需要对仪器和数

据进行人为调整。例如, 在采水架的侧面添加导流板

(Uchida et al, 2018) (图 1), 减少剖面仪旋转引起的温

度波动(Uchida et al, 2015); 将原始数据低通滤波(van 

Haren, 2015) (图 5b, c), 削弱涌浪造成的船体运动

(Taira et al, 2005); 对电导率进行压强修正(van Haren 

et al, 2021), 消除深层盐度值的虚假增量(van Haren 

et al, 2017) (图 5d)。另外, 考虑到两种方法的合理性, 

本文将水体翻转的最大尺度限制为 100 m(van Haren 

et al, 2017) (图略), 并将片段的温盐变化阈值设定为

0.1 °C和 0.01(Whalen et al, 2015) (图 6d)。相比细尺

度参数化方法所普遍采用的分辨率(2 m), Thorpe 尺

度方法对采样频率的要求更高(2 Hz, 约 0.5 m), 其结

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的质量 , 因此有必要采

取额外的措施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例如, 改变水泵

进出水口的朝向(van Haren et al, 2016), 用采集的水

样校正不同层次的盐度(Mantyla et al, 1978), 甚至对

原始序列进行人工甄别。 

在 2 000 m以浅, 单个翻转的 T 为 10−8—10−7 m2/s3。

由于范围内的翻转个数较少 , 片段平均后的 T 为

10−10—10−9 m2/s3(图 6a), 与同一深度下的 F 相当(图

6b)。鉴于湍流具有随机性, Thorpe尺度方法仅在统计

层面有效(Thorpe, 1977), 所以根据少数翻转估算出的

T 未必准确, 需要通过现场观测的耗散率进行验证。 

在 2 000—3 000 m的深度内, 海水的现场温度和

电导率平稳递减(图 2e, f)。水体翻转的 Thorpe尺度相

对较小, 所以 T 相应减小(图 6a),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

在邻近的雅浦海沟内(Liu et al, 2018b)。同一深度下的

F 也明显减小(图 6b), 这说明内波的活跃程度较低, 

层结较强的海水处于稳定状态 , 不易发生水体翻转

(Alford et al, 2000)。 T 比 F 小 1个量级, 不足以反

映此处的耗散率特征。多数关于马里亚纳海沟的研究

并未提及 3 000 m以浅的耗散率变化(van Haren et al, 

2017; Huang et al, 2018; van Haren et al, 2021), 因此

无法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果。 

T 在 5 000 m以深显著增强(Huang et al, 2018) 

(图 6a), 量级上接近同一深度下的 F (图 6b), 可能是

由周围海山产生的内潮所致 , 而吕宋海峡产生的内

潮受马里亚纳海脊阻隔(Morozov, 1995), 难以传播至

此地。6 000—8 000 m的层结最弱, 约为底层的一半

(图 6c), 有利于内潮的自由传播(van Haren et al, 

2017), 故耗散率略有增大。底层的内潮可能来自马里

亚纳岛弧(Jayne et al, 2001), 局地的非线性作用产生

较强的剪切, 促进了较弱层结背景下的混合。此外, 

内波破碎也会诱发数百米高的对流 , 伴随着水体入

侵, 耗散率得到提升(van Haren, 2020)。虽然底层的

F 可达 10−10 m2/s3, 但此处的温盐变化极小(图 6d), 

细尺度参数化方法已经不再适用(Hibiya et al, 2012)。

在 8 000 m以深, 没有检测到有效的水体翻转, 这与

前人的研究有所出入(van Haren et al, 2017, 2021),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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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2剖面的位势密度(a)、功率谱密度(b)、保守温度(c)和绝对盐度(d) 
Fig.5  The potential density (a), power spectral density (b), conservative temperature (c), and absolute salinity (d) derived  

from profile S2 
注: a中灰色阴影为功率谱密度的计算范围(6 000—7 000 dbar), 原始序列的功率谱密度在 0.1 Hz左右具有峰值, 因此利用 Kaiser窗设计

截断频率为 0.05 Hz的低通滤波器来移除表面波浪的影响(van Hare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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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剖面的湍动能耗散率片段 
Fig.6  Segments of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dissipation rates estimated from profiles 

注: a为 Thorpe尺度方法估算的耗散率 T ; b为细尺度参数化方法估算的耗散率 F ; 粗线为满足温盐变化阈值的片段, 细线为不满足温

盐变化阈值的片段; c为 100 dbar平滑的浮性频率; d为片段的温盐变化, 阴影为变化范围; a, c表示 1369号温盐深剖面仪; b, d表示 1370

号温盐深剖面仪 

 
为 Thorpe尺度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Smith, 2020)。

例如, Huang 等(2018)在相近位置估算出的耗散率比

本文大 2 个量级, 远远偏离现场观测的耗散率(Goto 

et al, 2021)。 

利用剖面仪估算的耗散率跨越 3个量级, 其范围

与开阔大洋大致相当(Gregg, 1989)。仪器噪声是造成

耗散率误差的主要原因: 在 Thorpe 尺度方法中, 噪

声掩盖了位势密度的真实变化 , 多个相邻的翻转形

成一个较大的翻转, 其尺度远大于限定值, 因而被视

为虚假的翻转 , 最终导致片段平均的 T 变小 ; 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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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参数化方法中, 噪声使观测的拉伸谱蓝移, 当拉

伸方差达到上限时 , 积分的波数范围变窄 , 因此

Garrett-Munk 模型谱的拉伸方差相对变小, 最终导致

F 变大。在层结较弱的情况下 , F 会被严重高估
(Kunze et al, 2006)。此外, 潮致混合也会高估 F (Jing 

et al, 2011), 由于 5 000 m以深的混合主要源自内潮, 

所以海洋深层的 F 总体偏大。 

通过比较两种参数化方法的结果 , 可以初步验

证耗散率的准确性。但需要注意的是, 参数化公式本

身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 比例常数依赖于湍流

发展的阶段(Mater et al, 2015; Scotti, 2015), 混合效

率取决于湍流发生的原因(Gregg et al, 2018); 深层的

比例常数和混合效率约为 0.1 和 1, 而上层则恰恰相

反(Ijichi et al, 2018)。 

3  结论 

2020年 7月, “东方红 3”船在马里亚纳海沟的

“挑战者深渊”附近完成了为期 5 d的海上调查, 共

获取了 5个万米级剖面, 其中的 4个剖面可以用于本

文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万米水深的温盐性质, 基于

EOS-80和 TEOS-10评估了深度偏差, 依据 Thorpe尺

度方法和细尺度参数化方法估算了湍动能耗散率 , 

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 4 500 dbar左右, 海水的现场温度降至最

低。深层海水的现场温度因绝热压缩而升高, 底层海

水的现场温度与 2 000 dbar 左右一致。相比电导率, 

现场温度在深层更加保守, 时空分布更为均一。海水

在 3 000—5 000 dbar的温盐特征与 LCPW相同, 7 000 

dbar 以下的水体性质与 AABW 的输入有关。

7 000—10 000 dbar 的范围内 , 位势温度缓慢升高 , 

保守温度缓慢降低, 盐度缓慢升高以维持中性层结。 

(2) 对于 10 000 m的海水而言, 忽略密度的垂向

变化会造成 6—8 m 的深度偏差, 而传感器精度仅影

响 2 m以内的深度偏差。 

(3) 2 000—3 000 m的耗散率明显减小, 5 000— 

8 000 m的耗散率明显增大。前者是因为背景层结较

强, 后者则是由于内潮活跃。8 000 m以深的耗散率

有所提升, 但此处的温盐变化较小, 参数化方法存在

较大误差。 

 
致谢    感谢中国海洋大学船舶中心的赵忠生和杨

荣民为此次调查提供的条件保障, 感谢“东方红 3”
船的全体人员为调查工作付出的辛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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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10000-M HYDR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THE  
MARIANA TRENCH 

MA Ke1,  CHEN Zhao-Hui1, 2,  LI Zhuo-Ran1,  SONG Zhen-Jie3,  YUAN Zhi-Wei3,   
WU Bin3,  JIAO Qiang3,  WANG Zhi-Min3 

(1. Physical Oceanography Laboratory/Frontiers Science Center for Deep Ocean Multispheres and Earth Syste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Laboratory for Ocean Dynamics and Climate, Pilot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Qingdao 266237, China; 3. Research Vessel Center,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observational technology at hadal depths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had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 

oceanographic survey in the vicinity of the Challenger Deep, Mariana Trench was conducted by the R/V Dongfanghong 3 

in July, 2020. Based on the data of 10 000-m profiles measured shipborne CTD (conductivity, temperature, depth) profiler, 

the full-depth thermohaline properties of full-depth cas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dissipation rates 

at different depth levels were further estimated using the Thorpe-scale method as well as fine-scale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Results indicate that abyssal seawater in the Challenger Deep was highly stable, and thermohaline characteristics 

from 3 000 to 5 000 dbar were identical to the Lower Circumpolar Water. Moreover, the dissipation rates a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between 5 000 and 8 000 m, which are induced by internal tides under weak stratification. The 10 000-m 

hydrological profiles document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the Mariana Trench;  the Challenger Deep;  thermohaline property;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dissipation rate 

 


